
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学习思想述评
刘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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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冯桂芬、王韬和郑观应是早期维新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们三人都主张学习西方，然而他们的学习思想又各
有其特点:冯桂芬主张向西方学习，制洋器以自强，同时提倡变革科举制度，实行学校教育改革，改变将科学技术视为

“奇技淫巧”的陈腐观念;王韬认为变法自强必须学习西方，学习西方不仅要了解其长处，还应看到其短处，不依赖于外
国，走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学校教育方面，他主张废除八股时文，改革学生学习内容;郑观应鼓吹学习西方，第一次
在政治上提出“君主立宪，设立议院”的政治主张，倡议效法欧美，走变法自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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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桂芬、王韬和郑观应是早期维新派
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在林则徐、魏源等经
世派之后，同地主阶级改良派、洋务派和资
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有一定的联系。作为
中国近代学习思想史上的过渡性、转折性
阶段，早期维新派有自己的特点，它上承经

世派，下启洋务派、维新派的学习思想。
冯、王、郑三人都主张学习西方，然而他们
的学习思想又各有其特点。本文仅就三人
的学习思想加以述评，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冯桂芬 ( 1809 ～ 1874 ) ，字林一，号景
亭，江苏吴县人。1840 年一甲二名进士，
授翰林院编修。太平天国时期，他曾协助
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先后在江宁、
上海、苏州诸书院讲学。也曾任顺天乡试
副主考官，广西乡试主考官。1860 年辞
官，移居上海，成为李鸿章的幕僚，直至谢

世。冯桂芬“少工骈体文，中年后乃肆力古
文辞。于书无所不窥，尤留意天文、地舆、
兵刑、盐铁、河漕诸政。”“自未仕时已名重
大江南北”［1］( P13438)。其著作主要有《校邠庐
抗议》、《显志堂集》等，其中能集中反映他
的政治主张、思想观点的是《校邠庐抗

议》，该书上卷 22 篇，下卷 20 篇，附录 12
篇。该书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科举、教
育、外交等内容。书中属于先进水平的思
想内容非常突出，具体表现是，冯氏认为西

方已经超过中国，并承认中国落后，提出了

“采西学”、“制洋器”提倡西学的学习思
想。
冯桂芬对魏源提出的“以夷攻夷”、

“以夷款夷”的观点不以为然，而对其“师
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倍加赞赏。他在
《制洋器仪》中说: “魏氏源论驭夷，其曰
‘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独‘师夷长技
以制夷’一语为得之。”［2］( P198)他对依靠洋人
办军事，雇洋人、买洋船不以为然，而主张
“自造、自修、自用”，自力更生创办军事工
业。对西方“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
上，往时特不之用耳。上好下甚，风行响
应，当有殊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洋之外者。
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

之。”［2］( P199)他不仅提出了发展军事工业的
观点，而且多次提出在中国发展工商业的

主张。同时他还提倡全面引进西学，培养
经世致用的人才。冯桂芬深感中国人“人
无弃材不如夷”，他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
点:“夫学问者，经济所从出也。”［2］( P211)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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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主要是指西方的科学技术，凡一
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科学技术都应在学习

之列。科技可以创造财富，掌握科技的人
才能够富国安邦。他说:

今顾面见然屈于四国 ( 指俄、英、
法、美) 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
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夫所谓
不知，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

不能，勉强之无庸。向时中国积习长
技，俱无所施，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

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
求所以知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以
今论之，约有数端: 人无弃材不如夷，

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

实必符不如夷。四者道在反求，惟皇
上振刷纪纲，一转移间耳，此无待于夷

者也。至于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
夷，有进无退不如夷，而人材健壮未必

不如夷。［2］( P197 ～ 198)

冯桂芬提出中国诸多不如西方列强

处，其中“君民不隔不如夷”的认识，触及
到了政治层面，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也

是极少见的。他称赞西方的君民不隔，推
崇“米利坚 ( 美利坚) 以总统领治国，传贤
不传子”［3］( P91)的政治制度，已不同于以往任
何封建士大夫，使他成为资产阶级改革派

的先驱。
冯桂芬在对西方科技文明的认识上，

十分注重学习西方的数学 ( 他称之“算
学”) 与语言。他在《采西学议》中注算学
一词时说: “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西人十
岁外无人不学算。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
学算。”［2］( P210)冯桂芬对“彼( 西方) 知我而我
不知彼”的现状极为不满，而要改变这种现
状必须学习西方的语言。他在《上海设立
同文馆议》中说: “互市二十年来，彼酋类
多能习我语言文字之人，其尤者能读我经

史，于朝章国政，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

官员绅士中绝无其人，宋聋、郑昭固已相形
见绌。且一有交涉，不得不寄耳目于所谓
通事者，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2］( P250)又
说:“夫通习西语西文，例所不能禁，亦势所
不可少，与其使市井无赖独能之，不若使读

书明理之人共能之。”［2］( P251)所以他建议，在

上海、广州推广同文馆之法，“招八旗学生，
聘西人教习诸国语言文字，与汉教习相辅

而行。此举最为善法，行之既久，能之者必
多，必有端人正士、奇尤异敏之资出于其
中，然后得西人之要领而驭之，绥靖边陲之

原本，实在于是。”［2］( P251)

冯桂芬说八股取士“意在败坏天下之
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抑之以点
名搜索防弊之法，以折其廉耻;扬之以鹿鸣

琼林优异之典，以生其歆羡。”［2］( P177)“廪其
匠倍蓰，勿令他适。夫国家重科目，中于人
心久矣，聪明智巧之士，穷老尽气，销磨于

时文试帖楷书无用之事，又优劣得失无定

数，而莫肯徙业者，以上之重之也。”［2］( P199)

他指出士子们束发就学，埋头于四书五经，

不问世事，于国于民都无用处。因此，他主
张变革科举制度。在考试内容上，他提出
改变科举考试只在四书五经内命题的局

限，加试策论，引导士人关心国家的命运。
并提出在科举考试中加试数学( 算学) ，改

变将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的陈腐观
念，提出在科举考试中设定“艺能科”，给
科技人员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凡“工成，与
夷制无辨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 出夷制

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2］( P199) 这种
将科技搬进选官殿堂，让优秀的科技人员

成为国家官员，参与国家管理，虽然在冯桂

芬的时代，只能是大胆而有远见的设想，但

这对科举选官制的冲击却是有着巨大的进

步意义。
科举制改革与学校教育改革是教育制

度改革中的两个相联系的方面，也就是说，

要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必须建立新式学校。
冯桂芬建议洋务派官吏: “今欲采西学，宜
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 15 岁
以下颖悟儿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

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

经史等学，兼习算学。……由是而历算之
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

贯。”［2］( P210)“三年为期，学习有成，调京考
试，量予录用。”［2］( P251)这类“翻译公所”、“广
方言馆”是一种与当时完全不同的、培养人
才的西式学堂。李鸿章、郭嵩焘采纳了他
的建议。
冯桂芬早年师从林则徐，是林则徐的

高足，他继承了林则徐、魏源“师夷”、“制

·03·

枣庄学院学报 2015 年第 6 期



夷”的思想，与林、魏属同一思想体系。他
在《制洋器议》中说:

昔吴受乘车战阵之法于晋，而争

长于晋; 赵武灵为胡服而胜胡。近世
俄夷有比达王者，微服佣于英局三年，

尽得其技巧，国遂勃兴。安南、暹罗等
国，近来皆能仿造西洋船炮。前年西
夷突入日本国都，求通市，许之;未几，

日本亦驾火轮船十数遍历西洋，报聘

各国，多所要约，诸国知其意，亦许之。
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

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2］( P199)

其在《善驭夷议》中曾把“夷务”看作
是国家“第一要政”，但冯桂芬并没有停止
在继承先辈的思想上，而是在继承中有所

发展，特别强调自立自主的重要性。他的
视野比前辈更加宽广，对中国和世界的认

识也比前者更为深刻明了。因此，《校邠庐
抗议》对封建统治所产生的冲击远远超过
《海国图志》。
表现在“体用”关系上，冯桂芬对中学

西学的立场尤为鲜明。他说:“以中国之伦
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

之善者哉?”［2］( P211)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
为用”思想形成前的先声，但他“还不能摆
脱中国传统文化中‘华夷’思想的束
缚。”［4］( P160)另外，他对科举制的抨击远达不
到后来康有为、梁启超诸人的深度，他只想
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而不是想废除之。
冯桂芬与洋务派的关系更为亲密。他

不仅为李鸿章出谋划策，同曾国藩、左宗棠
也有一定的联系，其思想和主张无不渗透

在李鸿章的洋务活动中。有一次同治帝问
起冯桂芬的“才识”、“品行”? 李鸿章回
答:“该员好学深思，博通今古，喜为经世之
学。……前督臣李星沅、陆建瀛抚臣许乃
剑徐有壬历经延请入幕，并襄办盐务及协

济筹饷诸局。以本籍绅士与闻公事未免易
招物议，现主讲苏州书院，专于闭门授徒，

虽年近六旬，精力稍衰，究其品行实为醇

正，而识略宏通，学有本原，在江苏绅士固

不多得，即近时词臣似亦罕有。”［5］( P418)他也
被张之洞推为“中体西用”论的启蒙先贤。
李鸿章、张之洞二人尊崇冯桂芬，足见冯桂

芬的思想与洋务派极为契合。冯桂芬与魏
源不同，他是官僚兼学者，前后为官 10 年，
官至三品，在晚清的知识官僚中，也可算是

官运亨通者。他受儒家文化熏陶极深，重
在“师夷”、“制夷”方面，但却始终停留在
物质技术层面上，而对儒家的纲常教化、等
级制度、伦理道德仍无比的推崇。

二

王韬( 1828 ～ 1897) ，原名利宾，江苏吴
县人。早年曾热衷于科举，屡试不第，1849
年赴上海，在英国人麦都思所办的墨海书

馆工作，协助翻译科学与宗教书籍，编辑中

文杂志《六合丛谈》，广泛接触西学，并于
1854 年受洗入教，前后达 13 年之久。太平
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曾上书

当道，提出“御戎”、“和戎”、“平贼”等策。
1862 年因风传他化名向太平军将领上书
献计献策，遭清廷通缉，在英国驻上海领事

的庇护下逃往香港，此后改名韬。他在香
港协助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

后随其前往英国，并顺路游历了法、俄等
国。1884 年回到上海定居。翌年出任格
致书院山长，直至 1897 年病逝于上海。
王韬早年继承了魏源的思想，并受冯

桂芬的思想影响很深。他与冯桂芬是同
乡，二人过从密切，他阅读过冯的全部著

作。在逃往香港之前，也曾把自己的部分
著作如《与周弢甫征君》等寄给冯求教。
后来，他又为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作
跋。此外，他还结识当时推崇西学的容闳、
马建忠、郑观应等。
王韬洋务思想产生于 19 世纪七八十

年代，他避居香港时期。置身于英国殖民
统治下的香港，能够较多地接受西方资本

主义的影响。而其思想成熟于他主办《循
环日报》期间。这时，他已游历了西方一些
国家，由睁眼看世界变为躬身验世界，耳闻

目睹，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更为深刻的影响。
同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由东南沿海

深入到内地，清王朝在太平军的打击下摇

摇欲坠，阶级矛盾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这

也深深触动了王韬。这期间他以《循环日
报》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鼓吹变法自强的
文章。
王韬认为要变法必须学习西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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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至今日而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
始。”［6］( P11)他以“变通”观点批判了封建顽
固派不谙外情，固守成法贪罔虚骄的错误。
但在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上，他又坚决反

对盲目崇拜西方、一切照搬照抄的做法，主
张结合自己的情况，与我相辅而行。他在
《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上当路论时务书》
中指出，对于西方，应该进行全面而深入的

了解，不仅要了解西方各国的现状，还要懂

得其历史，不仅要知其富强，还要知其何以

致富强。学习西方，不仅要了解其长处，还
应看到其短处。
王韬以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道器”说

为变法自强的理论基础。他说:

至今日而谈洋务，岂易言哉? 至

此几于噤口卷舌，而绝不敢复措其手

足。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非
由练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以

竭其长，终不能与泰西诸国并驾而齐

驱。顾此其外焉者也，所谓末也。至
内焉者，仍当由我中国之政治，所谓本

也。其大者，亦惟是肃官常，端士习，
厚风俗，正人心而已。两者并行，故已
纲举而目张。而无如今日所谓末者，
徒袭其皮毛;所谓本者，绝未见其有所

整顿。故昔时患在不变，而今时又患
在徒变。［6］( P27)

以本末论中西文化之关系，与洋务派

的以“体用”论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
想并无二致。这足以表明王韬思想属于地
主阶级开明派的体系，但是王韬与洋务派

官僚还不尽相同，他批评洋务派官僚学习

西法“徒袭皮毛”。他认为洋务派虽然在
天津、上海、福州、广州等地设局造枪炮船
舰，但仅能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仿效成

规，并未真正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今日
者我国家虽于天津、福州、上海、广东四处
设局制造枪炮船舰，而其法犹未大备，仅能

步趋西匠，仿效成规，而尚不能求新标异，

以颉颃乎泰西。”［6］( P230)他认为只有不依赖
于外国，走自己独立发展工业的道路，创造

性地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才能与列强并

驾齐驱。
在学校教育方面，王韬有自己的改革

主张，他认为学生除学习经史、掌故、词章
等“文学”外，还应学习舆图、格致、天算、
律例等“艺学”。王韬指出教育与科学的
弊端是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学校之
虚文宜变也。今所设教谕训导，小邑一人，
大邑两人，虚糜廪粟，并无所事。且其人，
类皆阘冗无能，龙钟寡耻，不足为士之表

率。书院山长只取名誉，以所荐之荣辱为
去留，而每月所课，不过奉行故事而已。是
朝廷有养士之名，而无养士之实也。是反
不若汉时所立国子监，天下士子犹得读书

于其中也。”［6］( P12)他主张废除八股时文。王
韬在教育方面的主张没有超越封建王朝所

允许的范围，亦没有涉及到体制的根本变

革。
王韬的学习思想是直接建立在他广博

的西方科学知识的基础之上。他在 1853
～ 1858 年间，与人合作翻译了《重学浅
说》、《西学原始考》、《西国天学源流》等科
技和科技史著作，在介绍、吸纳西方科学技
术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西学原始考》
叙述了西方科学从公元前两千多年到近代

科技方面的重大发现、发明及科学人
物。”［7］( P41)“有力证明了‘西学中源说’的荒
谬，为中国知识分子学习接受西方科学扫

除了心理障碍。”［7］( P41)“西学中源”本发端
于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他们为了迎合中国

士大夫脾胃，曾把西方科技说成是中国古

已有之，后经梅文鼎、王锡阐等人多方论
证，又经康熙钦定之后，更成为后来科学家

不疑的信条。［8］( P47 ～ 54) 1889 年，李鸿章在为格
致书院所出的考题中认为，“西学格致，始
于希腊阿庐力士托尔德，至英人贝根出，尽

变前说，其学始精。逮达文、施本思二家之
书行，其学益备。”［9］( P421)并要求学子们广泛
讨论其源流。“在中国人认识西方科学技
术的过程中，王韬功不可没。”［10］( P217)因此，
王韬“在晚清士大夫认识西方科学的历史
沿革，综合性地穷原究委中，堪称第一

人。”［10］( P217)

1885 年，王韬受聘于格致书院山长一
职，开始了长达 10 年的有关科学教育的生
涯。他主张“书院即以格致名，则所命之
题、自当课以西学为主，而旁及时务洋
务。”［11］( P44 ～ 45)

从考课内容开始，他在格致书院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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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格致书院开办了一

个比较正规的自然科学学习班，进行初等

自然科学教育，使上海格致书院成为中国

近代第一所研习自然科学的新型书院。
王韬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复杂人物，不

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改良

主义者，又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更为

出格的是他竟与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们有

交往，为他们出谋划策。时代风云际会，交
织在他的身上，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

风云人物。

三

郑观应 ( 1842 ～ 1922 ) ，字正翔，号陶
斋，别号杞忧生，广东香山人。曾当英商宝
顺、太古洋行买办。后参加李鸿章洋务集
团，经办过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开平
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从 19 世
纪六十年代以来，郑观应著书立说，倡言变

法自强，其著作有《救时揭要》、《易言》、
《盛世危言》等。特别是在《盛世危言》及
《后编》中，他除了阐述自己对当时政治、
经济问题的见解外，还明确提出了学习西

方，变法图强的设想，事实上这是对他自鸦

片战争以来学习西方、富国强兵主张与思
想的全面总结。
郑观应被史家称为“戊戌变法前承前

启后的资产阶级改革派思想家”，实际上是
士人型“绅商”，即学者与商人的结合。郑
观应在上海与傅兰雅、李提摩太、王韬、容
闳、伍廷芳、孙中山等思想家、宗教家、政治
家、教育家、法学家交往密切。他们对其思
想亦多有影响，这些人有的本来就是“西
人”，有的则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极深的“西
化”了的人，从而形成了郑氏与西方资产阶
级思想更为相近的主张与见解。
郑观应指出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已面

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鼓吹学习“西
法”，效法欧、美，走变法自强之路，但他与
王韬一样，借用传统的“道器论”，提出向
西方学习的基本原则是:主以中学，辅以西

学。

且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究其盛

衰兴废，固各有所以致此之由。学校
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

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然
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

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今
之学其学者，不过粗通文字语言，为一

己谋衣食，彼自有其精微广大之处，何

尝稍涉藩篱? 故善学者必先明本末，

更明大本末，而后可言西学。分而言
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 各国最
重格致之学，英国格致会颇多，收益甚

大，讲求格致新法者约十万人) ，语言

文字，期末也。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
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
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
洞 达 政 体。教 学 之 效，其 在 兹
乎! ［12］( P112)

但他“并没有超越冯桂芬、张之洞的
‘中体西用’论，特别是在甲午之战后，其
‘变法’思想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需
要。”［13］( P110)就是在这种保持封建制度和封
建伦理道德规范的前提下，向西方学习“富
强之术”，不仅为洋务官僚所认同，也为清
朝廷中的光绪皇帝、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
大臣翁同龢、吏部尚书孙家鼎、巡抚邓华熙
所赞许、看重。光绪帝并命总理衙门印刷
两千部《盛世危言》散发给大臣们阅看，自
己也“不时披览”。
在郑观应学习思想中惟可取者，是他

在政治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设立议院。
这是他超出把船坚炮利作为富强手段的洋

务派官僚的地方，这是代表新兴民族资产

阶级第一次提出政治改革要求，这是他在

《盛世危言》自序中提出其思想的纲领性
表述。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并
非全在“器物( 科技) ”，还在于他们实行议
会民主制。早在 1880 年他就宣扬西方资
产阶级议会制度，主张中国“下仿泰西之良
法”设立下议院。《盛世危言》五卷本面
世，郑氏将新作《议院》一文置于首卷。甲
午战后，《盛世危言》十四卷本付印，郑氏
又增写了一篇《议院》，主张在中国实行西
方议会选举制度，他说:

且选举虽曰从众，而举主非入本

籍至十年以后，及年届三十，并有财产

身家，善读书负名望者，亦不得出名保

·33·

刘春华 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学习思想述评



举议员，其杜弊之严又如此。考泰西
定例，议员之论刊布无隐，朝议一事，

夕登日报，俾众咸知，论是则交誉之，

论非则群毁之。本斯民直道之公，为
一国取贤之准，人才辈出，国之兴也勃

焉。诚能本中国乡举里选之制，参泰
西投匦公举之法，以遴议员之才望;复

于各省多设报馆，以昭议院之是非，则

天下英奇之士，才智之民，皆得竭其忠

诚，申其抱负。君不至独任其劳，民不
至偏居于逸，君民相洽，情谊交孚。天
下有公是非，亦即有公赏罚，而四海之

大，万民之众，同甘共苦，先忧后乐，上

下一心，君民一体，尚何敌国外患之敢

相陵侮哉?［12］( P23 ～ 24)

与郑观应同时代的对西方国家较为了

解的精英人物，已多有宣扬西方资产阶级

议会制度，例如王韬、马建中、薛福成等都
看到“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君惠亦得以
下逮”的优越性。但王韬等人旨在进行启
蒙式的宣传，而郑观应则当作一项政治改

革主张提出来，必然导向对封建专制制度

的否定。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卷六《兵政》中

还提出了维护国家独立的主张，强调“当今
之世与古昔情形不同，防外侮更重于防内

患，练兵民庶足以助官军，可不因时制宜，

亟为应变之举乎?”［12］( P392)这是一种民族利
益高于一切的观念。
郑观应学习思想中比较有价值的还有

主张改革科举制，废除八股文。他认为科
举制以八股文的优劣作为选士的标准，造

成所学非所用，脱离社会现实的不良风气。
八股文禁锢思想、消磨志气、摧残学子身心
健康，八股取士造成不少人成为无益于国

无益于民的废物。他说: “时文不废，则实
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必以重时
文者而移之于重西学，俾人人所知趋向，鼓

舞而振兴之，数年之后，有不人才济济者，

吾不信也。况向时发逆、回、苗，皆乌合之
众，非比日本、泰西训练节制之师。”［12］( P113)

在中国近代学习思想史上的过渡性、
转折性阶段，冯桂芬、王韬、郑观应三人提
出了学习西方的不同主张，在各自的文化、
学术、政治活动中创造性的起到了沟通中
西文化的作用，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应当给予充分

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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